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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1.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 

本文使用的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系统公布了

1949 年以来中国历史上曾经注册过的企业注册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类型、行业门类、

注册资本及办公所在地等信息。我们首先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90 个二位行业码，对 200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的工业企业注册信息进行了爬取（主要包含

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然后分区县、行业、年份对 2003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工业企业注册信息进行了整理，最终获得了新增工业企业注册数

的区县-行业-年份面板数据。在数据清洗过程中，我们删除了：（1）由于注册地址缺失、注

册地址无法准确定位到区县级的企业；（2）行业类型或相关重要信息缺失的企业；（3）注册

时间即注销/吊销时间，或在其之后的企业，最终获得了 883 万条新增工业企业注册信息。 

2.中国县域统计数据 

本文使用的县域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县域统计年

鉴数据覆盖全国超过两千个县域单位，内容涉及了县（市）的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分区域的

社会经济基本情况以及按照不同经济指标分类的县（市）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县域统计年鉴在 2012 年以前并没有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这一指

标进行单独统计，本文通过以下流程进行补充：（1）通过 2003 年-2013 年各省、市、县地方

统计年鉴获取各区县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数据；（2）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口径确

认（主要通过年鉴中已公布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3）确认统计口径一致的数据进行直接

补充（填补后有效样本占总样本 54.84%）；（4）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下，进一步使用收

集数据测算各区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年度变化率，然后根据地方统计年鉴中已公开的数

据进行向上推演（填补后有效样本占总样本 83.32%）；（5）对剩余缺失值，本文参考 Chao et 

al.（2018）的做法，根据数据的时间演变趋势，使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插补①。 

3.环境监测站数据 

本文的环境监测站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

台。该平台公布了各城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城市内各监测站的所在位置和运行情况。

我们基于该平台的公开信息获取了 2013 年至 2019 年全国监测站的具体信息并进行了以下

处理：（1）对该平台实时发布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数据②进行地理信息编码；（2）使

用 Google 地图的坐标拾取功能获取各站点所在的地理位置信息；（3）剔除停运站点后，利

用 ArcGIS Pro 将多组附带精确地理位置信息的坐标数据投射到中国县级矢量地图上；（4）

根据县域边界，统计各区县的监测站数量并形成本文所需的系列变量。 

从监测站的实施情况来看，2015 年以后各地市基本设立了至少一个或及以上监测站，

而且各区县一旦开始设立监测站就不会出现监测站减少为零的情况，即区县层面的空气监测

不会因为监测站的停运或变动而发生区域性的实施中断，政策实施具有连续性（该情况拓展

至地市层面同样适用）。 

4.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监测数据库

（CNLUCC）提供了 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18 年以及

2020 年中国各类型土地利用状况的具体信息，监测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以及居

民点用地等。我们首先通过 ArcGIS Pro 对上述各年度的土地利用栅格数据进行矢量化处理

 
① 对于其余变量缺失值，本文也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补齐。 

② 详见：https://www.cnemc.cn/sssj/。 

https://www.cnemc.cn/ss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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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年度的县域行政区划边界），获得各区县不同类型土地利用的具体面积；然后通过

计算得出各区县城镇用地以及工交建设用地①的面积占比；最后，本文参考 Chao et al.（2018）

提出的渐进时空预测法（PST），利用 2000 年-2020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对缺失值进行

插补，进而获得各区县由“城镇用地占区县总面积的比”表征的“城镇化水平”以及由“工

交建设用地占区县总面积的比”表征的“交通便利性”的区县-年份面板数据。 

5.环保行政处罚数据 

环保行政处罚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网。本文首先通过北大法宝网爬取了 2006-2019 年全

国的环保行政处罚案件及处罚对象的所在区县信息，然后通过分区县、年份对环保处罚案件

进行整理，最后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区县-年份面板数据。 

6.微观工业用地供应数据 

微观工业用地供应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本文首先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爬取了

2003—2019 年全国土地出让数据，爬取对象包括供地面积、供地价格、供地方式、土地用途

等。对于获得的数据我们进行了以下处理：（1）根据土地用途筛选出工业用地；（2）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二位码行业分类筛选出工业企业用地②；（3）

分区县、年份对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不同方式出让宗数进行加总以及对出让价格求平均，从

而得到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不同方式出让宗数以及平均出让价格的区县-年份面板数据。 

 

  

 
① 工交建设用地主要包含大型工业区、交通道路、机场、码头等工业交通用地。 

② 爬取对象参考周玉龙等（2024）的做法，根据中国工业二位码行业进行爬取，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家具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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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下述变量中工业企业密集度主要来源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劳动力密集度、人口规模、

第二产业规模、第三产业规模、财政状况和福利保障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数据；监测网

设立、监管强度和监管强度区位落差主要来源于环境监测站数据；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利性

主要来源于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下表Ⅱ1。 

表Ⅱ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工业企业密集度 新增工业企业注册数（个/平方公里） 32096 0.0760 0.2074 

劳动力密集度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人/平方公里） 32096 45.3218 60.7763 

监测网设立 设立监测网=1，未设立监测网=0 32096 0.3325 0.4711 

监管强度 各区县的监测站数量（个） 32096 0.0446 0.2942 

监管强度区位落差 城区和县域监测站的数量差值（个） 32096 1.1950 2.7027 

人口规模 户籍人口数（万人） 32096 48.1137 35.0277 

城镇化水平 城镇用地占区县总面积的比 32096 0.0078 0.0156 

交通便利性 工交建设用地占区县总面积的比 32096 0.0059 0.0158 

第二产业规模 第二产业产值占区县总产值的比 32096 0.4139 0.1548 

第三产业规模 第三产业产值占区县总产值的比 32096 0.3563 0.1047 

财政状况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收入 32096 4.7234 6.0864 

福利保障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个） 32096 16.2954 21.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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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环境监管对劳动力流动行为影响的微观证据 

根据托达罗模型等关于劳动力流动的传统理论，劳动力流动的核心是基于预期收入的成

本收益比较（陆铭，2017；张吉鹏等，2022）。对此，本文将使用 2015-2017 年中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在微观层面引入包含预期收入的备选空间集来讨论环境监

管强度具有区位差异化特征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逻辑。 

为直观地反映劳动力选址的行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劳动力群体，

并参照孙伟增等（2019）的研究，采用条件 Logit 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来识别区

域环境监管强度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具体的模型设定为： 

𝐶ℎ𝑜𝑖𝑐𝑒𝑗𝑖𝑘𝑡 = 𝜔1𝑃𝑜𝑖𝑛𝑡𝑖𝑘𝑡 +𝜔2𝑁𝑒𝑡𝑖𝑛𝑐𝑜𝑚𝑒𝑖𝑘𝑡 + 𝛾𝑋𝑖𝑘𝑡 + 𝜏𝑡 + 𝜀𝑖𝑘𝑡 ,          

其中，𝑗代表劳动力个体；𝑖代表就业区县；𝑘代表就业区县所属的地级市；𝑡为年份。备选空

间集为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所有区县。被解释变量𝐶ℎ𝑜𝑖𝑐𝑒𝑗𝑖𝑘𝑡是一个哑变量，𝐶ℎ𝑜𝑖𝑐𝑒𝑗𝑖𝑘𝑡 = 1表

示劳动力个体𝑗在年份𝑡选择到城市𝑘的区县𝑖进行就业，𝐶ℎ𝑜𝑖𝑐𝑒𝑗𝑖𝑘𝑡 = 0则表示没有到区县𝑖进

行就业。𝑃𝑜𝑖𝑛𝑡𝑖𝑘𝑡为区县𝑖在年份𝑡时的监管强度，使用监测站数量进行表征，𝜔1是本文关心

的回归系数，系数含义为“平均概率弹性”。𝑁𝑒𝑡𝑖𝑛𝑐𝑜𝑚𝑒𝑖𝑘𝑡为劳动力个体在年份𝑡对在区县𝑖中

就业的预期收入①。𝜏𝑡和𝜀𝑖𝑘𝑡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模型估计使用稳健标准误。 

表Ⅲ1 报告了监管强度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估计结果影响：（1）与预期相吻合，预期收

入提高会显著增加劳动力的流入概率。（2）在考虑了预期收入影响的情况下，考察监管强度

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以发现监测站数量增加会显著降低劳动力的流入概率，表明环境监

管强化对劳动力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3）对技术型工人和非技术型工人②进行分组回归发

现，环境监管的挤出效应主要作用于非技术型工人，对技术型工人呈现为挤入效应。这说明

环境监管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对劳动密集型劳动力的替代效

应。 

表Ⅲ1 劳动力流动的微观证据——基于条件 Logit 模型 

 全样本 技术型工人 非技术型工人 

 (1) (2) (3) 

监管强度 -0.0253*** 0.0963*** -0.0461*** 

 (0.0085) (0.0270) (0.0090) 

预期收入 0.0001***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Model CLogit CLogit CLogit 

观测值 180425 20043 157797 

表Ⅲ2 报告了监管强度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可以发现监管强

度的提高对于国有企业工人③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均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其中对外资企业工人的挤出效应最为强烈。 

表Ⅲ2 劳动力流动的微观证据——不同企业类型的异质性 

 
① 预期收入为各区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数据来源于各省统

计年鉴。 
② 技术型工人指主要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劳动力 ；其他职业劳动力为非技术型工人。 
③ 国有企业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私营企业指“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指“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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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1) (2) (3) 

监管强度 0.0110 -0.0240** -0.1093*** 

 (0.0475) (0.0100) (0.0367) 

预期收入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Model CLogit CLogit CLogit 

观测值 6286 118857 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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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 DID 模型进行估计的前提是政策实施前被解释变量的变化需满足平行趋势，

为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进行检验。具体地，我们将式（1）中的𝑑𝑖𝑑𝑘𝑡更

换成政策实施前后若干年的哑变量并重新估计。结果如图Ⅳ1-Ⅳ4 所示，监测网设立前，城

区和县域两类要素的估计系数均在 0 值附近波动，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接受处理前处

理组和控制组均不存在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Ⅳ1 城区工业企业密集度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Ⅳ2 城区劳动力密集度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Ⅳ3 县域工业企业密集度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Ⅳ4 县域劳动力密集度的平行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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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政策实施的非随机性，参考罗明忠等（2023）的研究进行安慰剂检验，即从控制

组随机抽取与处理相同数量的样本作为新处理组重新估计，设定重复 500 次。安慰剂检验结

果如图Ⅳ5-Ⅳ8 所示，估计系数均在 0 值附近呈正态分布，且基准估计系数基本独立于该分

布，表明上述结论未受到随机因素的干扰。 

       

图Ⅳ5 城区工业企业密集度的安慰剂检验图      图Ⅳ6 城区劳动力密集度的安慰剂检验图 

        

图Ⅳ7 县域工业企业密集度的安慰剂检验图      图Ⅳ8 县域劳动力密集度的安慰剂检验图 

 

3.剔除“对照点”干扰、更换被解释变量、改变窗口期 

本文通过以下 3 种方式对上文结论展开稳健性检验：（1）剔除“对照点”干扰①。考虑

到“对照点”监测站数据主要作为空气质量评价的参照，其功能性与一般监测站可能存在差

异，本文进一步在统计区域监测站数量时剔除“对照点”监测站，并以此重新构建本文的政

策实施变量。（2）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各区县单位面积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作为工

业企业密集度的替代变量；采用“各区县单位面积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密集

度的替代变量②。（3）改变窗口期。分别缩减了实验结束前的期数（2018-2019 年）和实验开

始前的期数（2003-2004 年）。估计结果如表Ⅳ1 所示，与前文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Ⅳ1 稳健性检验 

  

城区 县域 

工业企业密集度 劳动力密集度 工业企业密集度 劳动力密集度 

(1) (2) (3) (4) 

剔除“对照 监测网设立 -0.0408*** -8.1580** 0.0237* 2.3493** 

 
① 根据《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地级以上城市）设置方案》的相关界定，“对照点”监测站数据主要是

用做于监测数据的参照。 

②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缺失值处理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的

处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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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干扰  (0.0112) (3.6555) (0.0122) (1.1430) 

观测值 3111 3111 28985 28985 

更换被解释

变量 

监测网设立 -0.0756*** -1.7199 0.0225*** 0.0185 

 (0.0143) (3.1422) (0.0027) (1.3391) 

观测值 3111 3111 28985 28985 

缩减实验结

束前期数 

监测网设立 -0.0360*** -9.0607** 0.0420*** 2.0834* 

 (0.0106) (3.8072) (0.0138) (1.2190) 

观测值 2745 2745 25575 25575 

缩减实验开

始前期数 

监测网设立 -0.0439*** -8.3601** 0.0146 1.8495* 

 (0.0112) (3.3140) (0.0114) (1.1156) 

观测值 2745 2745 25575 255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4.其他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效应 

考虑到 2003 年以后，部分省份开始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可能会

因为环境审批、污染许可证等环保权限的下放以及对县级行政单位的转移支付的增加而使县

域具备更强的集聚效应（刘冲等，2014；龚斌磊等，2023）。为此，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

上进一步控制“省直管县”的政策虚拟变量①，以检验监测网设立对县域要素集聚的影响，

结果如表Ⅳ2所示。在控制了“省直管县”政策虚拟变量后，“监测网设立”以及“监测网设

立*监管强度区位落差”的系数依旧为正，且数值并无明显变动，表明在排除省直管县政策

效应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Ⅳ2 排除其他政策效应：省直管县 

 

县域 

工业企业密集度 劳动力密集度 

(1) (2) (3) (4) 

监测网设立*监管强

度区位落差 

 0.0083***  0.4892** 

 (0.0031)  (0.1990) 

监测网设立 0.0233* -0.0083 2.1881* 0.3279 

 (0.0125) (0.0178) (1.1549) (1.2129) 

省直管县 0.0099 0.0068 1.6901* 1.5044 

 (0.0112) (0.0114) (0.9559) (0.96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2226 0.2299 0.0502 0.0530 

观测值 28985 28985 28985 28985 

 

  

 
① “省直管县”的政策虚拟变量定义为：是省直管县=1，不是省直管县=0。 



 

 

9 

 

附录Ⅴ 机制检验：县域集聚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本文通过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所公布的企业行业信息，对样本企业进行行业分类和污染性

质分类：行业分类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一位行业码进

行细分，共 3 个行业：“制造业企业”、“采矿业企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企业”；污染性质分类参考李硕等（2022）的做法，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

类管理名录》中需要进行环保核查的行业，对企业的污染性质进行分类，共 2 类：“高污染

企业”和“低污染企业”①。由表Ⅴ1 的结果可知：（1）从行业细分来看，监测网设立主要促

进了制造业企业向县域的集聚；（2）从污染性质来看，监测网设立也主要促进了高污染企业

向县域的集聚。由于制造业和高污染企业均为环境规制的主要冲击对象，因此估计结果进一

步验证了监测网设立后，地方政府所使用的具有城区和县域差异的策略性环境规制，是工业

企业及劳动力发生由城区集聚向县域集聚转变的重要原因。 

表Ⅴ1 机制检验：县域集聚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制造业 采矿业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高污染 低污染 

监测网设立 0.0244** -0.0001 -0.0004*** 0.0220** 0.0019 

 (0.0123) (0.0001) (0.0001) (0.0091) (0.00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2163 0.0447 0.1428 0.2422 0.1179 

观测值 28985 28985 28985 28985 28985 

 

 

 

 

 

 

 

 

  

 
① 高污染制行业分类标准来自于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在 2008 年 6 月印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

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本文将该名录中包含的行业视为高污染企业，不属于该名录的行业则视为低污染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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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Ⅵ 进一步讨论 

1.监测网设立对县域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 

监测网设立后，县域集聚效应的强化到底是企业自发的空间选择结果还是地方政府使用

“土地引资”政策进行要素竞争的结果，值得关注。一个可供观察的窗口是，两种机制对于

县域工业用地的出让可能具有截然相反的影响：若县域的集聚效应主要是企业基于区位比较

优势的主动性流入，那么在县域工业用地的有限供给下，市场均衡会表达为土地价格上升以

及招拍挂出让方式的增加；而若该效应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引资”来争取城区流出资

源的结果，那么县域工业用地的市场均衡可能会表达为土地价格下降以及招拍挂出让方式的

减少。为此，本文参考周玉龙等（2024）的研究，进一步通过微观工业用地供应数据，检验

监测网设立对县域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 

表Ⅵ1 报告了监测网设立对县域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出让价格以及出让方式的影响。其

中，出让面积用于反映县域工业用地的需求情况，使用“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占县域面积的比”

进行表征；出让价格用于反映县域工业用地的市场价格，使用“工业用地的出让均价”进行

表征；出让方式用于反映县域工业用地供应的市场化程度，使用“总出让宗数中招拍挂出让

宗数的占比”进行表征。 

表Ⅵ1 的结果显示，监测网设立会显著增加县域工业用地的需求，且对县域工业用地的

市场价格具有明显的拉升作用（见列 1 和 3）。与地市未设立监测网的县域相比，设立监测

网的县域的工业用地均价会上涨 24.4678 万元/公顷，且随城区和县域监管强度区位落差的

拉大，用地需求和价格上涨的幅度也会进一步提高（见列 2 和 4）。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监

测网设立和监管强度区位落差拉大对县域工业土地“招拍挂”出让模式的应用同样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这表明，监测网设立对县域工业用地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即县域集聚效应的强化主要是企业基于区位比较优势的空间选择结果，而非地方政府的“土

地引资”结果。 

表Ⅵ1 进一步讨论：监测网设立对县域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 

 

县域 

出让面积 出让价格 出让方式 

(1) (2) (3) (4) (5) (6) 

监测网设立*监管强度

区位落差 

 0.0004*  3.3111***  0.0059* 

 (0.0002)  (1.0733)  (0.0033) 

监测网设立 0.0123*** 0.0107*** 24.4678*** 11.8091** 0.0503*** 0.0277* 

 (0.0021) (0.0021) (4.2721) (5.8938) (0.0157) (0.01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557 0.0560 0.3691 0.3733 0.4700 0.4704 

观测值 28985 28985 28985 28985 28985 2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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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网设立对区域经济及环境质量的影响 

关于要素集聚区域性变动的经济后果，我们能够很直观的联想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环

境质量的变化。对此，我们同样通过城区和县域的分组回归来考察监测网设立对区域经济和

空气质量①的影响。通过表Ⅵ2 的结果可以发现，在经济影响方面，监测网设立会显著提高县

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对城区没有显著影响；在环境影响方面，监测网设立会显著改善城区

的空气质量，但同时也会对县域的空气质量产生负效应。上述结果所显现的结论是，监测网

设立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安排可能具有一定的区位导向性作用，表达为监测网设立会

通过构建区域的环境治理格局进而诱导工业产业及其生产要素发生区域性转移。而从产业发

展和区域布局的角度而言，尽管工业向县域的集聚会对当地产生一定的环境负效应，但本文

认为，在劳动力仍然高占比地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当下，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合

理安排企业及其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配置，是实现区域福利均衡化以及缩小城区和县域发展差

距的重要考量。而环境监管作为一种可能的调节手段，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可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战略意义。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议题，我们的后续研究将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表Ⅵ2 进一步讨论：监测网设立对城区和县域的经济发展及环境质量影响 

 

城区 县域 

区域经济 空气质量 区域经济 空气质量 

(1) (2) (3) (4) 

监测网设立 2689.2194 -3.4823*** 2470.5370** -1.8379** 

 (2992.8800) (0.9758) (975.2582) (0.71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5654 0.8365 0.5045 0.8083 

观测值 3111 3111 28985 28730 

 

  

 
① 其中，区域经济使用“人均 GDP”进行表征，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空气质量使用“PM2.5

年平均浓度”进行表征，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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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Ⅶ 附图 

    

图 A1 2019 年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区位分布图 

 

图 A2 2019 年杭州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区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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